
 
 

 

“SHOW ME证据” 

基于需求提供可靠证据的方法 
（2024年9月15日更新） 

 

全球即将迎来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根本性变革。 

由于针对这场划时代变革的计划正迅速展开，应对社会挑战的全球证据委员会制定了相应的

工作方案，阐明了基于需求提供可靠证据的方法，并且与动态证据联盟（Alliance for Living 

Evidence，Alive）和国际证据综合委员会（Evidence Synthesis International，ESI）达成共识。 

“SHOW ME 证据”是由六种方法的首字母缩写而成，具体包括： 

1） Support systems locally：建立本地支持体系，使用多种形式的研究证据应对本地优先事项 

2） Harmonized efforts globally：推动全球证据协作，让学习其他各国的经验变得更加便捷 

3） Open-science approaches：树立开放科学理念，让借鉴他人的工作经验成为常态 

4） Waste-reduction efforts：努力减少研究浪费，最大限度地增加对证据支持和研究的投资 

5） Measured communications：精准传递研究证据，阐明现有证据及其适用条件 

6） Equity and efficiency：确保全流程的公平及效率。 

来自“证据综合和支持”领域的100多位作者共同希望，确保未来计划基于过去四年的工作经

验和基础，明确证据提供者各自的职责，即每个参与者都应为实现这一美好愿景而共同努力。 

目前，变革的动力主要集中于动态证据综合及其支持性基础架构，因此我们重点关注动态证

据综合。 

应吸纳各类决策者、不同形式证据生产者、资助者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贡献者等

多元化的合作伙伴参与设计和执行，便于方法的不断优化、重构和持续应用。 

1）Support systems locally：建立本地支持体系，使用多种形式的研究证据应对本地优先事

项 

每个区域都应建立一个可靠的证据支持体系，及时为需求者提供本地优先事项的多种证据形

式，并对证据时效性、质量和地方适用性进行必要的说明。（1） 

“本地”具有不同含义，可指国家、省、市等行政区域，或欧盟等正式区域国家联盟以及面

临共同挑战的非正式区域小国联盟，亦或指卫生保健或社会保障系统。 

证据形式包括“本地”研究证据（如数据分析、评估、行为或实施研究）、全球研究证据

（如证据综合）以及其他类型的信息（如范围审查和民众日常生活经验）和认知方式（如原住民

知识）。 

理想情况下，解决本地优先事项需理解问题（包括原因及不同表述方式）、选择解决问题的

方案（包括已在小范围使用的方案）、明确实施考虑的因素，监测实施和评估效果。除研究证据

外，政治和社会见解也可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 

证据需求者包括来自财政部等中央机构、教育等职能部门和立法机构的政府决策者，非政府

组织和企业的组织领导者，护士、教师和兽医等专业人士以及公民（正如《全球证据委员会报告

（2022年）》第3.6节所述，广义上的公民包括未登记公民），同时还需阐明证据使用的促进因

素、文化和能力。 

解决问题的“窗口期”通常仅有短短几天或几周。因此，决策者需抓住“窗口期”迅速从研

究证据中获得解决的办法。当前的证据体系可以为决策提供足够支持。 

决策者希望证据能以“最佳投资”（如全球教育证据咨询小组，Global Education Evidence 

Advisory Panel）、广泛使用的方法（如教育捐赠基金会，Education Endowment Foundation）或品

https://www.mcmasterforum.org/docs/default-source/evidence-commission/sections/3.6-decision-maker-citizens.pdf?sfvrsn=a790b6a5_17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231d98251cf326922518be0cbe306fdc-0200022023/related/GEEAP-Smart-Buys-2023-2-pages.pdf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231d98251cf326922518be0cbe306fdc-0200022023/related/GEEAP-Smart-Buys-2023-2-pages.pdf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231d98251cf326922518be0cbe306fdc-0200022023/related/GEEAP-Smart-Buys-2023-2-pages.pdf
https://educationendowmentfoundation.org.uk/education-evidence/teaching-learning-toolkit
https://educationendowmentfoundation.org.uk/education-evidence/teaching-learning-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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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项目的形式（如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有效教育策略资料中心，IES What Works Clearinghouse）

呈现。 

适用性意味着能够兼顾本地和其他情境的群体，包括受历史和极度不平等影响的群体。 

2）Harmonized efforts globally：推动全球证据协作，让学习其他各国的经验变得更加便捷 

证据支持的功能之一是通过全球协作，定期更新我们从世界各地获得的经验总结，并解释在

不同群体和情境下的异同。 

“动态证据综合”是用于生产和更新此类总结的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2）自COVID-19大

流行至今，动态证据综合的应用得到了持续推广和发展。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加速了这一进程，如果我们能安全、负责地使用AI，将持续推动该进程发展。专题6将再次探讨

AI。 

决策者开始聚集到一起商讨共同面对的优先事项，并呼吁针对优先事项生产动态证据综合。

这一变化正在联合国（United Nations ，UN）及其成员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综合联盟，Global 

SDG Synthesis Coalition）、中央政府机构（四国委员会，Four-country commission）和国际援助服

务机构（间接通过首席经济学家或直接通过首席科学家）中悄然发生。我们可以预见这一变化还

将延伸到气候应对策略和卫生技术等其他领域，并遍及“全球南方”各地区。我们希望由单个组

织委托或自我进行的陈旧过时、质量低劣的证据综合将成为历史，全球协作将不再依赖少数主导

机构或高收入国家的推动。专题4将再次探讨这一主题。 

如今动态证据综合生产者正通力合作，以满足决策者的需求。证据综合领域的长期领导者，

如Campbell 协作网和Cochrane协作网已为此重组。动态证据联盟（Alive）正在试行新的合作模

式。国际证据综合（Evidence Synthesis International）或是其他“伞状”机构有望加速推进以服务

为导向的合作。（3）许多团队具备良好条件，能够共同提升在低、中和高收入国家生产动态证据

综合的能力。 

资助者中涌现出一批先行者和思想领袖。如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宣称其计划投资证

据综合基础架构，包括：1）通过现有证据中介促进需求方的参与；2）数据共享和再利用；3）安

全、负责地使用人工智能；4）方法和流程创新（如涉及公平性考量、特定情境，并向原始研究生

产者反馈的机制）；5）通过现有平台进行资源共享。此类组织处于优势位置，他们能广泛召集资

助者，投资于根据决策优先事项不断演变的动态证据综合，并致力于为各类决策者、部门、地区

和语言群体提供切实可行的见解。他们有能力为国家证据支持体系争取持续的资助支持。 

我们见证了全球协作下证据支持在其他方面的进展，涵盖涉及人类发展众多领域的数据分

析、气候变化建模、多边机构评估和健康指导等，这些根本性变革绝非偶然。集体影响方法的五

要素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着现有工作，包括将证据转化为“动态”证据的过程，并用于确定优先事

项和优化实施过程：1）共同的目标（如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共同的国内优先事项）；2）共享的评

估体系及公开报告；3）相互促进的活动；4）持续沟通；5）一个支持其他四要素的、坚实且独立

的支柱功能。（4） 

我们亟需将集体影响方法应用于动态证据综合，可根据作者是否采取与该方法一致的行动来

评估其贡献。同时，我们还需商定灵活标准生产动态证据综合，并随着情境、问题和证据的发展

优化或终止动态证据综合。 

未来，我们还需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尚未从全球协作中受益的其他证据形式，最关键的是要改

进多种证据形式之间的交集。要实现这一点需要设立新的论坛，以需求为导向，承诺在不同证据

形式、部门和地区之间进行学习与协作，并探索新的治理机制。 

3）Open-science approaches：树立开放科学理念，让借鉴他人的工作经验成为常态 

开放数据是证据支持的有力推动因素，尤其是从现有证据中提取的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理

解证据的时效性、质量以及本地适用性。 

https://ies.ed.gov/ncee/WWC/Search/Products?productType=2
https://ies.ed.gov/ncee/WWC/Search/Products?product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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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数据可以一次性提取，或者在进行偏倚风险评估和其他质量评估时一次性生成并多次使

用。例如某一国家的证据支持单位负责总结关于全球气候应对策略的相关经验，供国家参考。此

时证据支持单位可以依据动态证据综合，获取本国和相关对比国家的研究数据、以及与本国相关的干

预措施研究数据，审查和修正数据，并准备一份高度情境化的总结，说明已知和未知内容及其说明。 

尽管少数动态证据综合生产者持开放态度，使得这一工作已在小范围内迅速开展，但这仍可

成为所有此类证据生产者的“新常态”。要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依靠数据获得收入的团队要找

到新的可持续资金来源，激励各方参与并认可其贡献，开放使用政府资助研究中未公开的数据、

联合国评估报告和无法在线获取的博士论文，并确保共享数据的质量。 

一般来说证据生产者可以遵循FAIR数据原则，即可查找（findable）、可访问（accessible）、

可互操作（interoperable）和可重复使用（re-usable）；还可以遵循土著数据治理的CARE原则，

即集体利益（collective benefit）、控制权（authority to control）、责任（responsibility）和道德

（ethics），或是被合作伙伴认可的恰当替代原则。此外，数据治理原则，即数据托管、数据质

量、数据安全、数据隐私和数据管理也至关重要。 

我们还需将其他开放科学方法逐步付诸实践并获取持续资助，包括使用开源软件、在开放获

取期刊上发表文章（包括受高度重视的证据图和总结），以及共享开放教育资源，进而满足决策

者的证据需求。（5） 

4）Waste-reduction efforts：努力减少研究浪费，最大限度地增加对证据支持和研究的投资 

在提供证据支持的过程中，许多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同一国家内（不同机构）、国家之间以及

不同时间点都存在着不必要的重复。解决本地优先事项，可从“本地”现有证据概要（如数据分

析、评估、行为或实施研究）、全球现有证据综合及其说明着手。快速证据概要通常能满足决策

者的证据需求，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将确定在此基础上可开展哪些工作，或者推动生产新的证

据流。 

原始应用研究未能完全解决当前或未来决策者优先事项，或者其设计、方法学存在缺陷，无法

为优先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答案。基于解决某一问题的高质量证据综合，尤其突出了不同群体和情境

下的研究结果有何不同，以及对撰写规范和报告规范的遵循情况，决定是否争取资金资助或开展

原始研究。利用现有管理数据，回答实施问题是减少研究浪费的方法之一。此外，还应继续鼓励

研究的可重复性，即采用与原始研究相同或相似的方法来验证研究结果是否一致。 

许多二次应用研究（即证据综合）同样也未能解决决策者的优先事项，或者其设计、方法学

问题以及对群体和情境的敏感性不足，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答案。基于证据图和计划书注册，以及

对撰写规范和报告规范的遵循情况，决定是否争取资金资助或开展证据综合。正如专题2中提到

的，随着事关当今重大问题的动态证据综合不断发展，我们希望由单个组织委托或自我进行的陈

旧过时、质量低劣的证据综合将成为历史。 

5）Measured communications：精准传递研究证据，阐明现有研究证据及其适用条件 

分享本地优先事项的经验意味着需要明确解决该事项所需要的证据形式，并通过恰当的渠道

获取相应的证据形式；总结从中学到的经验、研究空白和争议，并提供现有证据的时效性、质量

和本地适用性的必要说明。随着证据和与其对应的情境、问题的发展，信息也需随之调整。 

参与传播和科学咨询的人员应意识到他们的价值在于用当前的研究证据（不仅是他们参与生

产的证据）来解决决策者的优先事项，并“展示其工作”（即提供他们所依据的证据及其说

明）。以忽略其他相关工作为代价来推广自己的工作，以及提供不透明的个人观点均毫无意义。 

传播者和科学顾问还应意识到，证据是影响决策的因素之一，他们应客观地传递信息。除此

之外，证据本身并不具备自我表达的能力，传递的方式与内容同样重要。同时，他们还应采用有

效的策略，支持事实核查并抵制虚假信息，并致力于获得或重建证据相关机构的信任，更广泛地

让证据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 

6）Equity and efficiency：确保全流程的公平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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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支持的提供者和资助者应将公平性、多样性和包容性作为治理、流程（包括收集数据的

对象和内容）和结局等工作的核心。这意味着要在证据生产者、证据中介、证据使用者（公民、

专业人士、组织领导者和政府决策者）以及最终受益者（公民、动物和地球界限）之间采用“不

让任何人掉队”的方式，共享资源、创造共同合作的机会并认可各方的贡献；同时还应将全球南

部和受不平等影响较深的群体的领导者和组织纳入进来，赋予权力并给予支持。 

证据支持的提供者还应在工作流程中融入AI等技术，绩效指标表明AI可以在不增加已有偏倚

的情况下高效、公平地完成工作。正如专题2中提到的，人工智能加快了动态证据方法的应用。未

来，安全、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将是加速这一领域及其他证据支持的关键，该过程可借助持续

的研究与指导来实现。同时，减少AI的环境足迹也非常重要。 

行胜于言。要实现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根本性变革这一承诺，应人人尽责，将研究证据

可靠地传递给需求方。资金赋能、协作促进和报告推广（不提倡单打独斗），通过评估持续优化

基于需求提供可靠证据的方法。然而，唯有行动，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承诺。 

或许您已取得实质性进展，请继续发扬。 

如果您期望学习一种新方法，但难找到切入点，请查看全球证据委员会就三个实施重点（规

范和加强国家证据支持体系、改善和利用全球证据架构以及让证据成为日常生活中心）开展的工

作；您可联系所在地区在行业、定位和生产证据形式上与您所在机构类似且表现出色的执行理事

会成员，关注那些运用AI辅助动态证据综合，并将研究证据与本地居民认知融合开展创新工作的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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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ME证据”
	基于需求提供可靠证据的方法
	（2024年9月15日更新）
	全球即将迎来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根本性变革。
	由于针对这场划时代变革的计划正迅速展开，应对社会挑战的全球证据委员会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阐明了基于需求提供可靠证据的方法，并且与动态证据联盟（Alliance for Living Evidence，Alive）和国际证据综合委员会（Evidence Synthesis International，ESI）达成共识。
	“SHOW ME 证据”是由六种方法的首字母缩写而成，具体包括：
	1） Support systems locally：建立本地支持体系，使用多种形式的研究证据应对本地优先事项
	2） Harmonized efforts globally：推动全球证据协作，让学习其他各国的经验变得更加便捷
	3） Open-science approaches：树立开放科学理念，让借鉴他人的工作经验成为常态
	4） Waste-reduction efforts：努力减少研究浪费，最大限度地增加对证据支持和研究的投资
	5） Measured communications：精准传递研究证据，阐明现有证据及其适用条件
	6） Equity and efficiency：确保全流程的公平及效率。
	来自“证据综合和支持”领域的100多位作者共同希望，确保未来计划基于过去四年的工作经验和基础，明确证据提供者各自的职责，即每个参与者都应为实现这一美好愿景而共同努力。
	目前，变革的动力主要集中于动态证据综合及其支持性基础架构，因此我们重点关注动态证据综合。
	应吸纳各类决策者、不同形式证据生产者、资助者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贡献者等多元化的合作伙伴参与设计和执行，便于方法的不断优化、重构和持续应用。
	1）Support systems locally：建立本地支持体系，使用多种形式的研究证据应对本地优先事项
	每个区域都应建立一个可靠的证据支持体系，及时为需求者提供本地优先事项的多种证据形式，并对证据时效性、质量和地方适用性进行必要的说明。（1）
	“本地”具有不同含义，可指国家、省、市等行政区域，或欧盟等正式区域国家联盟以及面临共同挑战的非正式区域小国联盟，亦或指卫生保健或社会保障系统。
	证据形式包括“本地”研究证据（如数据分析、评估、行为或实施研究）、全球研究证据（如证据综合）以及其他类型的信息（如范围审查和民众日常生活经验）和认知方式（如原住民知识）。
	理想情况下，解决本地优先事项需理解问题（包括原因及不同表述方式）、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案（包括已在小范围使用的方案）、明确实施考虑的因素，监测实施和评估效果。除研究证据外，政治和社会见解也可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
	证据需求者包括来自财政部等中央机构、教育等职能部门和立法机构的政府决策者，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组织领导者，护士、教师和兽医等专业人士以及公民（正如《全球证据委员会报告（2022年）》第3.6节所述，广义上的公民包括未登记公民），同时还需阐明证据使用的促进因素、文化和能力。
	解决问题的“窗口期”通常仅有短短几天或几周。因此，决策者需抓住“窗口期”迅速从研究证据中获得解决的办法。当前的证据体系可以为决策提供足够支持。
	决策者希望证据能以“最佳投资”（如全球教育证据咨询小组，Global Education Evidence Advisory Panel）、广泛使用的方法（如教育捐赠基金会，Education Endowment Foundation）或品牌项目的形式（如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有效教育策略资料中心，IES What Works Clearinghouse）呈现。
	适用性意味着能够兼顾本地和其他情境的群体，包括受历史和极度不平等影响的群体。
	2）Harmonized efforts globally：推动全球证据协作，让学习其他各国的经验变得更加便捷
	证据支持的功能之一是通过全球协作，定期更新我们从世界各地获得的经验总结，并解释在不同群体和情境下的异同。
	“动态证据综合”是用于生产和更新此类总结的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2）自COVID-19大流行至今，动态证据综合的应用得到了持续推广和发展。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加速了这一进程，如果我们能安全、负责地使用AI，将持续推动该进程发展。专题6将再次探讨AI。
	决策者开始聚集到一起商讨共同面对的优先事项，并呼吁针对优先事项生产动态证据综合。这一变化正在联合国（United Nations ，UN）及其成员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综合联盟，Global SDG Synthesis Coalition）、中央政府机构（四国委员会，Four-country commission）和国际援助服务机构（间接通过首席经济学家或直接通过首席科学家）中悄然发生。我们可以预见这一变化还将延伸到气候应对策略和卫生技术等其他领域，并遍及“全球南方”各地区。我们希望由单个组织委托...
	如今动态证据综合生产者正通力合作，以满足决策者的需求。证据综合领域的长期领导者，如Campbell 协作网和Cochrane协作网已为此重组。动态证据联盟（Alive）正在试行新的合作模式。国际证据综合（Evidence Synthesis International）或是其他“伞状”机构有望加速推进以服务为导向的合作。（3）许多团队具备良好条件，能够共同提升在低、中和高收入国家生产动态证据综合的能力。
	资助者中涌现出一批先行者和思想领袖。如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宣称其计划投资证据综合基础架构，包括：1）通过现有证据中介促进需求方的参与；2）数据共享和再利用；3）安全、负责地使用人工智能；4）方法和流程创新（如涉及公平性考量、特定情境，并向原始研究生产者反馈的机制）；5）通过现有平台进行资源共享。此类组织处于优势位置，他们能广泛召集资助者，投资于根据决策优先事项不断演变的动态证据综合，并致力于为各类决策者、部门、地区和语言群体提供切实可行的见解。他们有能力为国家证据支持体系争取...
	我们见证了全球协作下证据支持在其他方面的进展，涵盖涉及人类发展众多领域的数据分析、气候变化建模、多边机构评估和健康指导等，这些根本性变革绝非偶然。集体影响方法的五要素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着现有工作，包括将证据转化为“动态”证据的过程，并用于确定优先事项和优化实施过程：1）共同的目标（如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共同的国内优先事项）；2）共享的评估体系及公开报告；3）相互促进的活动；4）持续沟通；5）一个支持其他四要素的、坚实且独立的支柱功能。（4）
	我们亟需将集体影响方法应用于动态证据综合，可根据作者是否采取与该方法一致的行动来评估其贡献。同时，我们还需商定灵活标准生产动态证据综合，并随着情境、问题和证据的发展优化或终止动态证据综合。
	未来，我们还需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尚未从全球协作中受益的其他证据形式，最关键的是要改进多种证据形式之间的交集。要实现这一点需要设立新的论坛，以需求为导向，承诺在不同证据形式、部门和地区之间进行学习与协作，并探索新的治理机制。
	3）Open-science approaches：树立开放科学理念，让借鉴他人的工作经验成为常态
	开放数据是证据支持的有力推动因素，尤其是从现有证据中提取的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理解证据的时效性、质量以及本地适用性。
	开放数据可以一次性提取，或者在进行偏倚风险评估和其他质量评估时一次性生成并多次使用。例如某一国家的证据支持单位负责总结关于全球气候应对策略的相关经验，供国家参考。此时证据支持单位可以依据动态证据综合，获取本国和相关对比国家的研究数据、以及与本国相关的干预措施研究数据，审查和修正数据，并准备一份高度情境化的总结，说明已知和未知内容及其说明。
	尽管少数动态证据综合生产者持开放态度，使得这一工作已在小范围内迅速开展，但这仍可成为所有此类证据生产者的“新常态”。要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依靠数据获得收入的团队要找到新的可持续资金来源，激励各方参与并认可其贡献，开放使用政府资助研究中未公开的数据、联合国评估报告和无法在线获取的博士论文，并确保共享数据的质量。
	一般来说证据生产者可以遵循FAIR数据原则，即可查找（findable）、可访问（accessible）、可互操作（interoperable）和可重复使用（re-usable）；还可以遵循土著数据治理的CARE原则，即集体利益（collective benefit）、控制权（authority to control）、责任（responsibility）和道德（ethics），或是被合作伙伴认可的恰当替代原则。此外，数据治理原则，即数据托管、数据质量、数据安全、数据隐私和数据管理也至关重要。
	我们还需将其他开放科学方法逐步付诸实践并获取持续资助，包括使用开源软件、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包括受高度重视的证据图和总结），以及共享开放教育资源，进而满足决策者的证据需求。（5）
	4）Waste-reduction efforts：努力减少研究浪费，最大限度地增加对证据支持和研究的投资
	在提供证据支持的过程中，许多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同一国家内（不同机构）、国家之间以及不同时间点都存在着不必要的重复。解决本地优先事项，可从“本地”现有证据概要（如数据分析、评估、行为或实施研究）、全球现有证据综合及其说明着手。快速证据概要通常能满足决策者的证据需求，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将确定在此基础上可开展哪些工作，或者推动生产新的证据流。
	原始应用研究未能完全解决当前或未来决策者优先事项，或者其设计、方法学存在缺陷，无法为优先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答案。基于解决某一问题的高质量证据综合，尤其突出了不同群体和情境下的研究结果有何不同，以及对撰写规范和报告规范的遵循情况，决定是否争取资金资助或开展原始研究。利用现有管理数据，回答实施问题是减少研究浪费的方法之一。此外，还应继续鼓励研究的可重复性，即采用与原始研究相同或相似的方法来验证研究结果是否一致。
	许多二次应用研究（即证据综合）同样也未能解决决策者的优先事项，或者其设计、方法学问题以及对群体和情境的敏感性不足，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答案。基于证据图和计划书注册，以及对撰写规范和报告规范的遵循情况，决定是否争取资金资助或开展证据综合。正如专题2中提到的，随着事关当今重大问题的动态证据综合不断发展，我们希望由单个组织委托或自我进行的陈旧过时、质量低劣的证据综合将成为历史。
	5）Measured communications：精准传递研究证据，阐明现有研究证据及其适用条件
	分享本地优先事项的经验意味着需要明确解决该事项所需要的证据形式，并通过恰当的渠道获取相应的证据形式；总结从中学到的经验、研究空白和争议，并提供现有证据的时效性、质量和本地适用性的必要说明。随着证据和与其对应的情境、问题的发展，信息也需随之调整。
	参与传播和科学咨询的人员应意识到他们的价值在于用当前的研究证据（不仅是他们参与生产的证据）来解决决策者的优先事项，并“展示其工作”（即提供他们所依据的证据及其说明）。以忽略其他相关工作为代价来推广自己的工作，以及提供不透明的个人观点均毫无意义。
	传播者和科学顾问还应意识到，证据是影响决策的因素之一，他们应客观地传递信息。除此之外，证据本身并不具备自我表达的能力，传递的方式与内容同样重要。同时，他们还应采用有效的策略，支持事实核查并抵制虚假信息，并致力于获得或重建证据相关机构的信任，更广泛地让证据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
	6）Equity and efficiency：确保全流程的公平及效率
	证据支持的提供者和资助者应将公平性、多样性和包容性作为治理、流程（包括收集数据的对象和内容）和结局等工作的核心。这意味着要在证据生产者、证据中介、证据使用者（公民、专业人士、组织领导者和政府决策者）以及最终受益者（公民、动物和地球界限）之间采用“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方式，共享资源、创造共同合作的机会并认可各方的贡献；同时还应将全球南部和受不平等影响较深的群体的领导者和组织纳入进来，赋予权力并给予支持。
	证据支持的提供者还应在工作流程中融入AI等技术，绩效指标表明AI可以在不增加已有偏倚的情况下高效、公平地完成工作。正如专题2中提到的，人工智能加快了动态证据方法的应用。未来，安全、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将是加速这一领域及其他证据支持的关键，该过程可借助持续的研究与指导来实现。同时，减少AI的环境足迹也非常重要。
	行胜于言。要实现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根本性变革这一承诺，应人人尽责，将研究证据可靠地传递给需求方。资金赋能、协作促进和报告推广（不提倡单打独斗），通过评估持续优化基于需求提供可靠证据的方法。然而，唯有行动，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承诺。
	或许您已取得实质性进展，请继续发扬。
	如果您期望学习一种新方法，但难找到切入点，请查看全球证据委员会就三个实施重点（规范和加强国家证据支持体系、改善和利用全球证据架构以及让证据成为日常生活中心）开展的工作；您可联系所在地区在行业、定位和生产证据形式上与您所在机构类似且表现出色的执行理事会成员，关注那些运用AI辅助动态证据综合，并将研究证据与本地居民认知融合开展创新工作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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